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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比较研究

梁严冰

［摘　要］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共同书写了中国抗战史和教育史的光辉篇章。与西南联大战时使命
特征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更多体现出国民政府经营西北、优化西北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意图；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都播撒了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种子，西南联大秉持与追求的 “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学术独立”，与西北联大始终以开发建设西北为己任，自觉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理念，都是２０

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两所大学始终注重教学工作，注意 “通识”人

才的培养，师生之间相濡以沫；战后无论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还是西南联大的重返平津，都为新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　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９６［文献标识码］Ａ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两所大学共同体，它们共同创造了中国乃至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组建与成立不仅在民族危难之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保证了中

华文脉弦歌不辍，而且铸造了辉煌的教育成就，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以往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无论

是 “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性探讨的论著都相当丰富，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

当进展。但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考察，希望对抗战时期

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精神及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等提供一观察视野。

一、“战时使命”与政府战略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了毁灭中华文脉，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及文化机
构进行肆意破坏和摧毁，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大学成为他们的主要轰炸目标。

如，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３０日，日军用重炮和飞机对天津持续轰炸，重点即为南开大学，导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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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校舍被焚毁。北平陷落后，日军侵占清华园，教学无法进行，师生纷纷撤离。上海自

“八一三”开战以来，各大学同样遭日军蹂躏。同济大学全部被轰炸，上海法学院全部被毁，复

旦大学大部被毁，等。据统计，截止 １９３７年 １０月 ２１日，上海各大学损失总计达 ６６２３１５９
元。①

面对日本侵略者毁灭我民族命脉之举，国民政府教育部在１９３７年９月对各级学校的处置措
施中说明：一方面， “不得不未雨绸缪，预为计划，以减少战事对教育工作之打击。”一方面

“责令危险地域各校预为安全措置，如迁移仪器图书等，以防不测，此外关于教科书籍之印刷及

纸张供给等事，已陆续订定办法，责成各书局实施。”总体目标是 “在战时发生时期，教育工作

可以照常进行。”②但是，随着战局的恶化，教育事业 “照常进行”已无可能。如何减少战事对教

育工作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打击，成为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平津

专科以上学校处置办法，认为：“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众，势非借读办法所可完

全救济。本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

见，业经呈蒋院长核准，先在长沙、西安等处设立临时大学各一所。”③对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发布第１６６９６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为基
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④以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为基础合

组长沙临时大学，迁设长沙。⑤教育部还规定西安临时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不设校长，而以筹备

委员会代行校长职责。指定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等

３人。⑥指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等４人。⑦

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后，经过紧张筹备，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开始正式上课，当时全校设有文理、
法商、教育、工、农、医六学院，共２３系。⑧长沙临时大学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８日启用关防，１０月
２日第４次常委会决议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必要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固应归
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以归并，以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科、理科、工

科、法商科４科，共１７系。１１月１日，学校开始上课。⑨令人震惊的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
之日，日机突然来袭，幸好日机并未投弹，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两所临时大学在西安和长沙开始上课后，随着日军侵华的进一步扩大化，不得不再次迁移。

西安方面，太原失守后，西安东大门告急，危机形势之下，国民政府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１９３８
年３月６日，西安临大正式离开西安，全校师生于４月底到达陕南汉中。长沙方面，南京陷落
后，不久武汉告急，１９３８年１月，长沙临时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常委会决定迁校昆明，并于
同年１月２２日和２月４日两次发布 “迁校布告”，要求全校师生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以前在昆明
校址报到。⑩由于学校精心组织，长沙临大师生２月１５日从长沙分批出发，经海、陆两条线路安
全抵达昆明，如期报到。４月３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两校：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并经国防最
高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规定：“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

开大学。现为发展西南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拟将长沙临时大学移设昆明，改称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其院系仍旧。”与此同时，“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

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系逐渐向

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并强调 “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

法，悉仿西南联合大学办理。”瑏瑡在汉中初期，西北联大依然设有６学院２３系。同年５月２日，两
所学校同时开学，西北联大在校本部城固县、西南联大在昆明分别举行了开学典礼。１９４０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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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９日，西南联大召开第１３２次常委会，将以前的科改为学院，设师范学院、工学院、理学院、
法商学院、文学院等５院，共２６系，另设体育部和先修班。瑏瑢至此，在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
在西南和西北分别建立起两所大学共同体———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样西迁的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其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却是不同的。

相较而言，西南联大的组建更多表现出战时临时性举措的特征，也就是说组成西南联大各高校在

民族惨遭侵略之际不得不 “南渡”，抗战胜利 “复神京，还燕碣”即 “北归”是必然的；而西

北联大的组建则更多体现出战时过渡性的特征，因为经营西北、提升西北高等教育水平、优化中

国高等教育的分布格局早已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之一。瑏瑣也就是说，组建西南联大是抗战危

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瑏瑤而组建西北联大是

国民政府早已谋划与设想实施的国家战略。正因为此，西北联大组建后，１９３８年７月，联大农
学院、工学院独立设置，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１９３９年８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北联大
再次改组，组建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师范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瑏瑥这样，西北拥有综合、

师范、医学、工学、农学等较为完整的大学学科体系，国民政府基本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与战略设

想。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国民政府在组建两所联合大学共同体时，学校组成的战略考量、战略思想是清晰的。

组成西南联大的各校同质性很强，北大与南开都是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也并非以后的工科性

质，而是文理并重。到１９３４年清华大学逐渐发展为拥有文、法、理、工４个学院，１６个学系的
综合性大学。瑏瑦而组成西北联大的各校显然是考虑到了学科性质，北洋工学院是当时中国最强的

工科院校；北平师范大学性质很明确，并且是当时中国师范类的最高学府；北平大学是当时中国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由此可知，西南联大是迫不得已的 “南渡”，抗战胜利必然 “北

归”。组建西北联大则是一长远政府战略，考虑原则是学校性质和学科组成，目的在于改变中国

高等教育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畸形现状，建立现代意义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

其次，西北联大分置国立五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明确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们对组

建与分置西北联大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如，有认为：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后，延安对西安的影响

与日俱增。故１９３８年３月，国民党利用 “潼关吃紧”、“西安告急”的气氛，强令学校再次迁往

陕南汉中一带。瑏瑧有认为：组成西北联大的 “各院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

有之事。”而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 “分离之心早已有之”。瑏瑨还有的认为临大南迁改名西北联大

主要因为 “一些学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往延安。”瑏瑩另外，美国有学者也认为：西南联大

与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但 “不幸的是，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

品。”瑐瑠由上可知，西北联大分置的主要原因为 “防共”和内部矛盾导致。当然，以上观点不是毫

无道理，但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西北联大南迁汉中等地，一则是抗战形势严峻所然，学校在西

安无法继续正常教学，不得不南迁；二来，仅仅因 “私人纠葛”“门户之见”就迅速分解一所国

立大学，恐怕也不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政府的所作所为；三则，如果是为了解决三校矛盾，为什么

不分置成原来的三校，而偏要将西北联大分置成五校呢？这似乎于理于情均说不通。所以说，分

置五校的真正原因是，国民政府基于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布局与筹划的考虑，即是一种制度

性安排。

第三，加强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是国民政府既有的国家战略。近代以来，西北虽然有一些

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断断续续，尚无建立起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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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局的变化，“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响彻云霄，国民政府也不断派人去西北考察，

以使开发西北的政策更富有科学性。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
会第１０次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明确西北为抗

战建国根据地，这样开发西北就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一重要国策。瑐瑡而要开发建设西北，又必须

有大量的专门高级人才，人才何来？必须在西北建立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以源源不断的输

送各类所需人才。为此，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向国民政府致函：
建议将在北平的４所国立大学 “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瑐瑢１９３６年１月３日，邵力子又致
函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天津的北洋工学院 “西移”，“为西北大学之基本”。瑐瑣１９３８年４月，国
民政府指出：“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

应。”瑐瑤同年４月，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后，国民政府对西北联大办学校址等事宜的汇报，明确答
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
离开西北为佳。”瑐瑥１９４０年１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 “过去 （教

育）在实施上及设置地区上均有缺点”，各大学 “以致成为地区上畸形的发展”。所以 “今后当

力显地区上的平均发展，以便提高内地及边区的文化水平。”瑐瑦对此，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要提高内地的文化水平，必须 “新设若干新校”，而鉴于师范教育为全部教育的基础，故 “要求

教育的改造与改进必须从师范教育做起”，所以 “将西北联大的师范教育，独立设置，改称西北

师范学院。”至于医、工、农等若干新校的创设，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合理化分布的原则。对创设

西北医、工、农等新院校，他则讲：“在当时是很费一番努力的。”瑐瑧由此可见，与西南联大不同

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是国民政府的战略性举措。

二、大学精神与学术取向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本质内涵。西方大学自从诞生以来，即始终追求学术自由、真理至

上与高度自治的办学理念。有鉴于此，近代中国大学在创办过程中，把蔡元培先生提出的 “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

求，看作为２０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代表。瑐瑨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始终秉持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及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追求，对中国的大学精

神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和演绎。正如冯友兰所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社会

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瑐瑩联大 “独立之精神”、 “学术之自由”

表现最为明显的，首先是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以其独立的意志捍卫学术的尊严。如，１９４０年７月，
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联大再次迁校四川叙永。对此，联大师生提出继续留在昆明办学更合适。最

高当局对联大此举表示反对，当局的意见在联大传达后，常委们一致表示，此事的去留必须经过

校务委员会讨论后才能决定。瑑瑠于是，联大校务委员会再次开会，最终否决了政府意见。正是联

大学人这种不畏强权、独立办学的理念，才能使联大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令后人敬仰的辉煌

成就。再比如，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作出决定，要求在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必须加

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的许多教师则表现出 “独立之精神”，如著名化学家、联大教务长杨

石先在重庆受训时，最高当局要求他加入国民党，他断然拒绝，并当即表示他可以马上辞去联大

教务长一职，但加入国民党一事坚决不从。瑑瑡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崧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抗

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借军政统一号令，力图控制各大学，到抗战中期，几乎所有大学都被他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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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西南联大则例外。“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联大简直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坚固堡

垒”瑑瑢等等。

西南联大教授云集、名家荟萃，各种学术观点、各种学术流派，“中西古今”各种思想纷呈

杂然，彰显出独立的学术个性。但是，他们以平和的态度、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待各种学术观点，

往往是观点相左的人在生活中反而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如，联大中文系的一次会议上，学生提

意见觉得开设的旧文学课程太多，希望多开一些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对此，系主任罗常培坚持己

见。而朱自清却支持学生意见，杨振声也附和朱自清，这样，一场师生座谈会变成了该系办学方

向的辩论会。瑑瑣会议上争论归争论，但在日常生活中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关系甚好，平时互

相尊重，工作上彼此支持，共同和联大中文系度过了战时的艰难时光。钱钟书到联大执教时尚不

满３０岁，可谓 “少年得志”。大概一方面，颇有点年轻气盛；另一方面，正如冯友兰所言：“文

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瑑瑤故而，他对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

言论，认为系主任 “陈福田太俗，吴密太笨”。钱钟书可能是随意脱口而出，并无恶意，但无论

如何已非一般调笑。因为，陈福田曾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据学生回忆 “不但能教小说和散文，

对于事务方面也很有才干。”瑑瑥而吴密是著名的西洋文学史专家，深得大家尊敬。即使是这样，当

联大外文系因其他原因决定不再续聘钱钟书时，恰恰是吴密亲自找系里说情挽留他。在西南联

大，即使是大学者也没有架子，对学生的一些大不敬行为，平和宽容处之。冯友兰的 《新理学》

等出版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其重视学术、尊重学者，特意召见他。但此事却在联大师生中招致非

议，一些学生还特意在学校的墙报上画了一幅漫画进行讽刺，冯友兰得知后不但没有批评和指责

学生，反而认为漫画画得很像他。瑑瑦等等。

总之，正是西南联大这种民主、自由的氛围，使得学者们的思想在碰撞、交融中提高与升华

了各自的学术水平，并共同为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殿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兼容

并包、学术独立的环境，联大时期尽管环境险恶、生活艰难，学者们反而思想激荡、成就斐然，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如，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大后方重建清华研究

院，一时间云蒸霞蔚，大师云集；陈寅恪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其经典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冯友兰在战火硝烟中写成了其 “贞元六书”；吴宓用英文撰写了 《世界文学史大纲》等名

著；钱穆在困苦环境中完成了其传世之作 《国史大纲》；金岳霖写就了其哲学体系的经典之作

《论道》；与陈寅恪、吴密并称 “哈佛三杰”的汤用彤在联大完成其著名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

教史》；吴晗的明史研究经典之作 《朱元璋传》在西南联大最终完成；王力撰写出 “语法三

书”——— 《中国现代语言》 《中国语法理论》 《中国语法纲要》；民主战士闻一多先后完成了

《神话与诗》 《楚辞校补》 《中国文学史稿》等；华罗庚在战时发表２０多篇学术论文，其著作
《堆垒素数论》获教育部嘉奖；周培源在理论物理方面的 《激流论》，代表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的

最高水平；吴大猷撰写的 《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在１９４３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
部颁发的一等奖；杨振宁、李政道正是在西南联大奠定了其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等等。瑑瑧

西北联大的组建、分置与西南联大相较而言，由于其并非是学人的学术自觉，而是国民政府

的国家战略。从这一角度审视，有人认为西北联大缺乏大学精神。其实，西北联大是战时和２０
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另一种阐释与解读。

西北联大及其分置后的子体各院校自觉服务与践行国家战略，将开发西北与建设祖国辽阔边

疆始终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联大学人深刻认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就不可能

８３１



有真正的学术独立；没有民族的自由，就没有学术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离不开国家战略

的自觉实践。瑑瑨正因为此，西北联大创办后，在办学理念上即自觉坚守 “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

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瑑瑩的高远追求。西安临大创办伊始，即认为应 “以复兴西北古代

文化自任”。瑒瑠１９３８年５月，联大常委陈剑报告学校更名西北联大的意义之一，就是要 “肩负

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瑒瑡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西北大学创办的 《西北学术》月刊创刊，校长赖琏题

词，认为西北大学要 “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
#

新区域之广大。”并把缅怀恢复历史

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作为西北大学应负的重要使命。瑒瑢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 《发刊词》中

也指出：西北大学不但要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还特别要 “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瑒瑣在

此理念指导下，西北联大先后被分置为国立五校后，大家深知这是一种战略需要，故而联大师生

在情绪上虽然有波动，但仍然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为重，遵照政府战略意图完成了分置和重

组，最终实现了国家发展西北高等教育的战略构想。瑒瑤并在办学实践中始终以开发西北、建设西

北为己任。

为了为开发西北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西北联大自觉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与调研活

动。其中既有李书田等人 “探察天然资源”瑒瑥的艰辛调研；又有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

文物考察团远赴边疆；瑒瑦也有西北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联合组织的对西北各省区进行的国防、地质

等实地考察；瑒瑧同时，还有黄文弼等对丝绸之路及西北边疆所进行的考古工作。瑒瑨等等。这些科学

考察与学术调研活动，对于西北开发与建设作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联大还对传承与发掘整理民族优秀文

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西北联大校歌中：“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

风！”瑒瑩反映出联大师生发扬民族精神，继承民族优良传统所奉献的热情与青春。联大还专门成立

西北文物研究室，陈列考察与发掘所得之文物，等等。总之，西北联大 “实际担负建设西北文

化之使命矣！”瑓瑠此外，西北联大为了为西北开发与边疆建设培养专门高级人才，１９４４年秋，学校
专门成立边政学系，并以 “实地到边疆去”为口号，教导学生关注边疆问题，到边疆实地去工

作。瑓瑡西北工学院在抗战期间培养学生２２２２名。瑓瑢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留在西北，为西北开发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西北联大主动服务国家建设战略，从而形成了开发西北、奠定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自

觉，也使得西北联大学人的学术研究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
丽的 “西北风景线”。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对西北边疆三次科学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出 《高昌陶

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等开创性著作；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在城固６年间，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１０余篇，１９４０年出版的著作 《方志今议》，成为指导中国现代方志编撰的经

典之作；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丁山 《新殷本纪》《先秦民族与神话》等先后写成；陆懋德的 《中

国上古史》与黎锦熙的 《方志今议》，一起在１９４１年获得了教育部的著作发明奖；秦汉史专家
冉昭德完成了其重要著作 《汉西京宫殿考》；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王子云写成了 《汉代陵墓图

考》；考古学家何士骥撰写了 《石刻唐兴庆大明太极三宫图考证》《陕西渭河沿岸各县古迹调查

报告》等著作与发掘报告；土耳其语言学家杨兆钧等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主编、撰写了 《维

汉词典》；蒙古语学者谢再善开始编纂 《蒙汉词典》；另外，罗章龙取材丰富、考证严密的 《中

国国民经济史》在这一时期出版；地质地理学家殷祖英 《西北地理及政治地理》、张伯声 《陕西

城固地质略志》、郁士元 《城固地形图》等重要论著也在陕南城固完成；瑓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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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西方大学发展历程不同的是，中国大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其发展历史就与民族独

立、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其间大学学人的学术志趣与学术爱好因为境遇不同可能各有特

点，但都播撒了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种子，并为融汇世界思想、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神圣学术

殿堂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办学追求，都是２０世纪中国大
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三、教师、教学与学生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不仅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而且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承

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始终注重教学工作，注意 “通识”人才的培

养，师生之间教学相长，风雨同舟。据统计，１９３７—１９４６年，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国立５校拥有
教授５０５名、员工１４８９名，阵容强大、专家云集，抗战八年共培养学生９２５７名；瑓瑤１９３７年９月
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３１日，西南联大在９年中，先后到学校执教的教授２９０余人，副教授４８人，在
校生８０００人，毕业的本、专科学生及硕士研究生３８８２人。瑓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日
后作出重大贡献者不乏其人。

西南联大在长沙临大时期，三校师生离乡背井，辗转千里，教学科研条件极差，上课连小黑

板也不能满足供应。师生居住房屋破败陈旧，夜晚教师们只能借菜油灯备课。学生一律睡地板，

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被子上蒙油布，枕畔支雨伞，方可入睡。瑓瑦抗战时期，教师薪金难以

支给，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到达昆明后，物价上涨，生活更是捉襟见肘。陈寅恪写诗形容当时生

活的艰难：“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瑓瑧迫不得已，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带来的书

籍、衣物低价出售。吴晗不得已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著作低价转让；生物系教授沈嘉瑞把仅剩的几

个空箱子变卖；闻一多在生活断炊的情况下，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家用；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

非，生活困苦，忍痛割爱将初生的第三个小孩，送给别人抚养。瑓瑨等等。即便如此的艰难，教师

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视教学为天职。当时，敌机频频来袭，教学无法正常进

行，教师们往往是把没有上完的课带到郊外继续进行。社会学系教授陈达一天早上上课时，突然

空袭警报拉响，他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避警报兼上课的请求，最终把人口问题课带到 “小山

充满树林”的郊外讲授。瑓瑩周培源、吴大猷等，因为敌机空袭只好住在昆明郊外１０多里地的地
方，为了给学生上好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这种对教学和学生负责的精神，深受同学们的敬

重。瑔瑠联大在战时艰难的条件下，集中财力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香港等地买了一批仪器设备，

使得理工科各系实验照常严格进行。

而西北联大在西安临大筹建一开始就和长沙临时大学一样，由于国难当头，学校办学就遇到

极大困难。西安临大被迫分散安置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教师没有宿舍，只好自找民房分散居住。

学生借住的地方，条件尤其简陋，有的被褥都成问题。学校南迁汉中后，校舍分散在三县六处，

在庙宇和破旧的公房里，没有电灯，吃水困难，物资难以保障。所有教师薪金和西南联大一样难

以发放，由于多数教师拖家带眷，生活担子更重。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７日，法商学院副教授龚锡庆，
在城固所住的茅屋内，一天突然被土匪破门而入行凶刺死，财物被席卷一空。瑔瑡其他不少教师，

风餐露宿，甚为艰难。由于生活环境艰苦，导致很多教师身体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据统计，南迁

汉中后，全校百余名教师２０天内，到校医院就诊的达３２６人次。瑔瑢难能可贵的是，物质生活的困
苦和环境的艰难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使联大教师对教学工作更加敬业，他们的讲课方式或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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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但无不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据学生回忆，医学院教授徐佐夏，学问渊博，“讲词

平实纯美，令人有亲切之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解刨学教授王顾宁，“上课时两节课一气

下来，绝不迟到早退。”细菌学教授汪美仙，“讲课不折不扣，亦无半句闲话。”院长汤泽光 “讲

课时细语切切，引人入胜。”瑔瑣化学系赵学海教授：“讲课时严肃而略带微笑，真令我们口服心服，

敬佩之至。”瑔瑤一些教师为了给学生能开出更多的课程，不辞辛劳，一人甚至承担好几门专业主干

课程。如历史系主任陆懋德，一人开设４门课，“上课时，先写上满满一黑板，这一黑板，刚好
讲到下课，不多不少。”只要他上课，学生中从未有缺席或逃课者。瑔瑥法商学院王守礼 “雄辩式的

授课方式”，几十年后依然感染着学生，令它们难以忘怀。瑔瑦地质地理系主任殷祖英，上课 “气宇

轩昂，诲人不倦，使人如有坐春风之感。”瑔瑧等等。西北联大学人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甘于奉献，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家国情怀，即使在今天仍令人肃然起敬！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除了注重学生自身专业的学习外，还强调 “知识通达”的养成，即注

重 “通才教育”的原则。不仅使文法科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使理工科学生也

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知识。西北联大为了使学生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要求文法学院的学生，除

必修科目外，还必须选自然科学之一种，并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科中任选２种作为共同
必修科目；而理工科学生除必修国文、外语、中国通史、微积分、高等数学外，还要求要选政治

学、社会学、经济学之一种，并在地质、生物、物理、化学４科中选学２门。瑔瑨这些课程都是由
各系科的有名教师承担。西南联大的做法和西北联大大致相同，一是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

由选择课程，以丰富知识面、开阔学术视野；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文理互通，如文学院的共同

必修课中即有一门自然科学，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理学院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了中国通史、

社会科学基础课一门外，１９４２年以后还加了一门伦理学。瑔瑩三是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如１９４２年１１
月开始，文学院举办面向全校的文史讲座，每周举行两次，文史讲座对贯彻 “通才教育”起了

积极作用，不少理科学生通过听讲座扩充了文史知识。瑖瑠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正是这种厚基础、

通文理、重教学的理念，使得学生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日后因缘际会，或在实践

中勇于探索，或出国深造，逐渐成为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之所以在抗战中能度过重重难关，除了民族大义与必胜的理想信念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师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师生之间亦师亦友，或共同研讨新思想、新材

料；或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起做实验；或共同外出考察调研；或在生活中彼此互相照料，同甘共

苦。对此，许多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师生关系，都倍感温暖，难以忘怀！

四、扎根西北与重返平津

前面已经提及，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的根本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即西北联大的组建、分置是

一国家战略，故而扎根西北是其根本宗旨。

西北联大成立后，经过两次分置，发展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

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５校。但是，联大独立分置后，主要还是集中于陕南汉中一带，为了达到
国民政府的将西北联大向 “陕甘一带移布”的战略构想，１９４０年４月３日，教育部以 “渝字

１５２９号”训令，对西北师范学院等迁移再次作出部署：“查本部前为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起
见，经廿七廿八两年度先后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私立焦作工学院等校分别

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医学院在案。惟各校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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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多集中于南郑城固一带，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故而为 “谋学校本身之发展，兹

经本部通盘筹计，决定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西北师

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瑖瑡上述国民政府的训令，可以说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

但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教育部令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暂缓迁移，其它如西北医学院也需

“另觅适当校址”。

在迁校的过程中，国立５校首先迁移的是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教育部明确规定兰州为西北师
范学院永久性校址。并令西北师范学院迁移兰州后，将省立甘肃学院之文史、教育两系并入，以

其院址为该院院址。１９４０年６月中旬，教育部长陈立夫到城固视察，嘱院长李蒸与其一起到兰
州勘察院址。李蒸随同陈立夫考察后，认为学院设在兰州是正确的， “当然为重视师范教育之

故”，但发现两大困难：一是甘肃学院校舍不能用，一是与甘肃学院合并有问题。瑖瑢于是，在该年

８月３１日，学院向教育部呈文，说明另辟校址原由：认为本院 “欲为永久基础，自宜有远大计

划。”而现在校址 “既有轰炸之虞，将来亦多尘嚣之扰。”故 “实不足以实现应有之使命”。瑖瑣学

院的永久校址应该慎重考虑，重选校址。最后，学院选定了离兰州城约７公里，离黄河３公里的
一个平坦之地为永久校址。瑖瑤校址选定后，国民政府选择了分期拨款建设、分批迁校的方案。

１９４４年底，经过几年的筹建，终于在兰州十里店建成了占地３００亩，分东西两区的完整校园。瑖瑥

至于西北大学的迁移问题，前文已提及，１９４０年４月，教育部令西安为西北大学永久性校
址。对此，当时教育界权威人士均认为政府的决策是恰当的，“计西大设在西安，以其为西北最

大之城市，而西北最高学府之西北大学，设在此，亦很适当。”瑖瑦但鉴于客观形势，教育部令西北

大学暂缓迁移。１９４５年２月，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去重庆参加会议，遂拜会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并汇报校务，蒋介石 “垂询本校永久校址问题，以为确定在西安甚

为合宜。”瑖瑧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０日，刘季洪就迁校复原事宜再次请示教育部，回复明确
表示以原东北大学西安校址为该校使用。１９４６年５月，西北大学迁设西安。８月，西北医学院并
入西北大学。瑖瑨１９５０年５月，西北大学医学院又独立设校为西北医学院 （该院１９５６年改称西安医
学院，１９８５年更名为西安医科大学，２０００年并入西安交通大学为医学部。）

西北工学院永留西北是国民政府既定方针，但其校址的选定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１９４０年４
月，教育部已决定宝鸡为西北工学院永久院址，因为宝鸡为西北重要工业基地。１９４５年，抗战
胜利高校复员开始后，通盘考虑西北高等教育布局，又改定甘肃天水为学院院址。但是，全体师

生都以西安地点适中，一致主张复员西安。当时，学校两度赴渝交涉，１９４６年３月，国民政府
指令西北工学院复员西安。瑖瑩

与其它国立４校稍有不同的是，国立西北农学院的迁移及永留西北似乎更顺理成章。早在
１９３７年９月，教育部在指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长辛树帜即
为其中之一。西安临大成立初期，学校即致函探讨拟将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等８个系设于武
功，９月１７日，辛树帜复函 “极表欢迎”，瑘瑠但由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一时无法解决相关设备、

校舍等问题，于是１０月１１日，西安临大筹备委员会复函：“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暂时在
西安城内及附近已有之校舍设法上课。”瑘瑡１９３８年７月，国民政府令西北联大农学院独立设校，改
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后，随即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１９４０年４月３日，教育部以 “渝字１５２９
号”训令：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

由此，西北联大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与制度较为系统地植入了西北地区。现在的西北大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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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西北联大直接演化和发展而来，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西北师范大学等则与西北联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抗战胜利后，与西北联大扎根西北不同的是，西南联大在胜利的消息一传出，三校即准备北

返，师生纷纷议论返回平津的打算。瑘瑢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联大常委会第３４２次会议主要讨论复原
问题，准备该年１２月放寒假后北返，第二学期在北方上课。１０天后，西南联大宣布成立迁移委
员会，８月２９日举行了迁移第一次会议，为三校北归平津作各种准备。瑘瑣之后，９月举行的全国
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决定：西南联大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继续办学。会议结束前一天

晚上，蒋介石就复员迁移问题发表讲话，强调： “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各校也不应亟亟于回

去。”瑘瑤但是，会议结束后不久，各校实际上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北归事宜。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０日，
联大常委会举行第３６９次会议，作出决议：联大自５月１０日起开始迁移，所有本大学各部分应
结束事项，统须于５月底前办理完竣。瑘瑥

西南联大北返迁移前夕，１９４６年４月９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同年５
月４日上午，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结业典礼。７月３１日，梅贻琦主持联大常委
会第３８５次会议，瑘瑦这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次常委会议，正式宣告西南联大结束。

总之，与西南联大在抗战危急形势下 “南渡”应急之举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

是国民政府经营西北、提升与优化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三

校 （除师范学院）“北归”平津，而西北联大主体则扎根西北，奠定了现代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

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没有西北联大，就没有现代西北高等教育。而西南联大对西南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无论是西北联大永留西北，还是

西南联大重返平津，都为新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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